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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今天人们所谓的生态文明，通常是指狭义的生态文明，即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模式的反思，进

而提出超越工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理念。作为一种理想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

谐共生、永续发展。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类文明形态都产生于一定的生态环境，就此而言，人类所有不同模式的文明都属于

广义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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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
———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申 扶 民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　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龙母崇拜为
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

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

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

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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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
境，因此，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人类文明

模式都是某种类型的生态文明。①纵观世界各地

的人类文明起源，大都发轫于江河之畔。尼罗河

之于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

巴比伦文明，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之于古华

夏文明，莫不如此。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择水而

居，文明因水而兴。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孕育

了人类最早的生态文明模型。由于人类文明肇始

于江河流域，水神崇拜成为文明初始阶段具有普

遍性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水密切相关的一些动物

通常被人们崇奉为神灵。骆越民族所栖居的西江

流域，江河纵横，水神崇拜成为骆越文化的一个标

志性元素。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蛙崇拜和蛇—

龙母崇拜，它植根于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是西

江流域生态文明的突出文化表现形式。

　　一、蛙崇拜的生态根源

　　作为水神而被广西西江流域的先民顶礼膜拜
的蛙，与人们的稻作生业模式须臾不可分离。稻

作活动因水而存在，在长期的稻作过程中，人们发

现水稻的生产和蛙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因

果关系，后者主宰着稻谷的丰歉与否，因而逐渐树

立起蛙的神灵地位。与稻作生产相伴随的是人类

自身的繁殖，对后代瓜迭连绵的渴望与蛙强盛的

生殖力之间的人蛙同构，在社会生态层面树立起

蛙以始祖图腾的崇高地位。随着稻作文化的发

展，蛙崇拜的艺术表现既成为骆越民族的独特文

化标识，也是这一族群对所处环境生态适应的形

象体现。

　　（一）蛙崇拜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
　　水稻耕作自古以来就是广西西江流域的一项

·８２１·



重要生产活动。温暖的气候、丰沛的水源、肥沃的

河谷平地等生态环境的天时、地利因素，为水稻的

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稻作文化得以产

生和发展的生境。一方面，根据考古发掘，广西西

江流域是世界上最早培育水稻的地区之一；另一

方面，与稻作农业密切相关的以“那”（“水田”之

义）冠名的地名在这一地域极为普遍。据考证，

带有“那”字的地名，“就广西而言，７０％以上集中
在左、右江流域。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气温、日

照等都宜于稻作”［１］。由此可见，适宜的生态环

境是稻作文化源远流长的根基所在。

　　在稻作农业的生态链当中，水是一个关键性
的生态因素。顾名思义，水稻因水才有稻。水的

存在，既是天时的产物，又是地利的结果。天上行

云布雨，地上江河纳水，滋润土壤，孕育万物。稻

因水而生长，人因稻而生存，三者处于生态系统的

不同生态位，在“水→稻→人”这条生态因果链
上，水是根源。而水的根源又在哪里？在漫长的

稻作活动中，骆越先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

蛙。在他们看来，蛙声、雷鸣以及雨水之间存在着

某种神秘的内在关联，于是，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

维里，蛙被幻化为主宰雨水的神灵。根据壮族的

神话传说，蛙是雷神的儿女或使者，代表天上的雷

神在地上掌握着滋养万物的甘霖。为了祈求天降

甘霖，五谷丰登，人们一方面将雷神人格化，天空

是硕大的肚子，云朵是憋在肚子里的尿，电闪雷鸣

是撒尿的动作，下雨便是尿流到了地面。因此，在

稻作生产中，因需要雨水而祈祷雷神的祈雨仪式

就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更为具象化和更为人

们所熟悉的蛙，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备受尊崇。作

为雷神派驻人间的“雨水使者”，蛙成为以歌求雨

的蚂里 歌的唱诵对象，“大年初一敲铜鼓，请蚂

进村同过年。让它（蚂 ）坐上大花轿，全村男

女庆新年。……从此年年降喜雨，从此月月雨绵

绵。人畜安宁五谷丰，欢乐歌舞落人间。”［２］壮族

人们以最重要的礼器铜鼓，来恭请蚂 过最重要

的节日新年，从经久不衰、流传广远的歌谣来看，

这绝非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厚民族

心理积淀的文化表现。蛙之所以在壮族人们当中

享有至上的礼遇，究其缘由，乃是因为蛙使得“年

年降喜雨”、“月月雨绵绵”，才有“人畜安宁五谷

丰”的好年成。

　　各种版本的“蚂 歌”主要流传于西江上游

的左、右江与红水河流域，而这些地区正是最早培

植水稻以及以“那”命名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多

种形式的蛙崇拜文化正好与这些稻作文化的历史

地理相对应，说明了以水稻耕作为根基的稻作文

化，是在以蛙为神灵表征的水生态环境的滋养下

发展起来的。

　　（二）蛙崇拜与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
　　生物圈中的众多生物种群，唯有人类种群既
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在社会生态位上，人

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群体生活模式的不同族

群。因此，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产具有同等

重要性。在稻作文化中，蛙不仅作为主宰水稻生

长的自然生态因素的神灵而存在，而且也作为稻

作民族自身繁衍的社会生态因素的图腾而存在。

长期以来，稻作农业一直是一种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资源的生业模式，因而稻作文化中人自身的繁

衍与水稻生产就显得同样重要。对于骆越先民来

说，稻作活动中最直观的丰殖形象莫过于水田中

的累累稻穗和成群蝌蚪，在他们的神性思维里，水

是养育稻谷和蝌蚪的乳汁，而生命的乳汁最终是

由蛙所掌管的，因而蛙又被视为具有无可比拟繁

衍能力的女神。

　　人们只有生育众多、人丁兴旺，才有可能既延
续自身族群的世代相传，又维系稻作文化的生生

不息。在这种情况下，蛙的形象由掌握水稻生产

的水神向操控人类繁殖的神灵转化。壮族民间称

蛙为“娅圭”（意为“蛙祖母”），很明确地将其作

为始祖来尊崇。这种“人蛙互渗”的始祖图腾文

化源于先民的原始思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

维—布留尔运用“互渗律”来解释原始先民的思

维模式，“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

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

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３］６９－７０壮族先民

将原本异己的蛙视为同类或者说将自身引为蛙的

同类，并且在辈分上将蛙尊奉为祖先，而自己甘做

蛙的子孙后辈，人与蛙可以相互转化，融为一个共

同体。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现象恰好就是图腾文

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图腾形式的社会都容

许这样一些包含着图腾集团的成员个体与其图腾

之间的同一的集体表象。”［３］７０通过蛙图腾的

“人—蛙”同一表象，作为始祖的蛙将旺盛的生殖

力传承给作为子孙的人，从而达到瓜迭连绵、多子

多孙的生育目的。在壮族传统的蛙婆节上，第一

个找到青蛙的年轻男性被认为是雷神的女婿，即

蛙婆的郎君，通过与雷神、蛙婆的姻亲关系，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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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如同蛙一般的强大生育能力。西江上游的红

水河流域，不少地方供奉着蛙婆的塑像，状貌多为

孕妇的形象，其生殖崇拜的意图显而易见。

　　蛙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物和生态链上的一个
环节，在骆越先民及其后裔的崇拜中，被神化为主

宰稻作生产和族群繁衍的神灵，其无边法力来自

水（乳汁），在它的哺育下，五谷才能丰登，族群才

能兴盛。因此，蛙崇拜在西江流域的深远影响，就

在于它作为稻作文化生态根源的象征。

　　（三）蛙崇拜的艺术表现及其生态意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宣称：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

土壤。”［４］这说明，神话是其他艺术滥觞的母体和

原型。对于西江流域的骆越先民来说，神化的蛙

也正是该族群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艺术也

成为蛙作为稻作文化生态根源的一种形象揭示。

其中，最具地域和民族特征的蛙崇拜艺术表现形

式莫过于崖壁画和铜鼓。

　　位于西江上游的左江流域，是崖壁画分布最
为密集的地方。据《续博物志》记载：“二广深?

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

祭之不敢慢”［５］。从两广现存的崖壁画来看，该

书所载应当归属于左江流域，而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当属花山崖壁画。花山崖壁画画面宏伟，作为

画面载体的巨幅悬崖峭壁矗立于明江之畔。画面

上布满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图像。其中，为数

众多的一种造型几乎雷同，只是在形体大小、身体

朝向方面有所不同。观其姿态，表现的是一种群

体舞蹈的图腾祭祀活动。形体高大、正面挺身的

舞蹈者，上肢张开曲肘上举，下肢叉开屈膝半蹲；

形体较小的舞蹈者侧身面向前者，亦步亦趋地模

仿前者翩翩起舞。从舞蹈动作来看，这些形象正

是人蛙互渗的蛙图腾表现形式。花山崖壁画所处

的左江流域，恰好是最早种植水稻和以“那”命名

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因而，以蛙图腾为主要表现

内容的崖壁画在这一区域最密集，就具有逻辑合

理性与历史必然性。花山崖壁上的“人蛙”形象，

作为骆越先民的图腾艺术，通过对蛙神的顶礼膜

拜和动作模仿，以求稻作生产的风调雨顺以及后

代繁衍的人丁兴旺。因此，以花山崖壁画为代表

的蛙图腾艺术，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诠释了稻作文

化依存于自然的生态根源。

　　铜鼓是骆越先民最卓越的艺术创造之一，不
仅历史悠久，而且使用极为广泛。就地域分布而

言，骆越铜鼓“以左江—邕江—郁江—浔江两岸

及其以南地区最为密集”［６］３０。由此可见，铜鼓在

广西西江流域被人们普遍使用。那么，何以会出

现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我国的铜鼓艺术是

与稻作农业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源于稻作农业的

一种艺术。”［７］这一论断是有充分理由的，最具说

服力的就是铜鼓上的蛙形象。事实上，这一地区

的铜鼓也通常被称为蛙鼓。蛙的形象而非其他物

种形象被装饰于铜鼓之上，既非纯属偶然，也非蛙

较其他动物形象更为美观，而是因为蛙被奉为稻

作文化的神灵。因此，饰有蛙形象的铜鼓被人们

当作法器，用于祈祷神灵的护佑，以求五谷丰登、

人丁兴旺。即便是研究铜鼓的外国学者，也深谙

蛙鼓的神灵象征意义，“铜鼓饰以蛙的图像，通常

都与水，特别是与咆哮着的急流中的水神联系，当

铜鼓被打击时，发出隆隆的雷声，激动人心。铜鼓

也象征着主宰丰收的自然神，能保证农业丰收，居

民繁衍。蛮人把铜鼓埋在土中，是希望天上的雷

与地下的水接触，使水流得更快，土地得到灌

溉”［６］８５。从铜鼓的蛙形象构造特征来看，许多鼓

上铸有叠蛙塑像，几只蹲踞的蛙层叠而上，其姿态

多为交媾状，看似色情的构型实则寓意生命的繁

衍。因此，以铜鼓艺术为载体的蛙崇拜，也是反映

稻作文化生态根源的一种符码。

　　二、蛇—龙母崇拜的生态根源

　　揆诸史乘，骆越之地大部归属于西江流域。
史书多称其为化外瘴疠之地。然而，江河纵横、林

深草密、地广人稀的所谓“南蛮”之地，却是千里

沃野，孕育了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的骆越文化。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最初的差异源于地域

生态环境的不同。尽管都发轫于江河之畔，中原

文化和骆越文化均有“蛇—龙”水神崇拜，但在由

自然物种“蛇”向幻化神灵“龙”的转化过程中，二

者却产生了重大差异。前者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皇

权龙图腾，后者衍化为利泽天下的龙母。二者的

歧异根源于各自自然与社会生态的不同。对此，

本文不做探究，主要考察西江流域骆越文化当中

蛇—龙母图腾的生态根源。

　　（一）蛇—龙母崇拜与“水事”生态
　　１．蛇崇拜与“水事”生态
　　历史上的广西西江流域，属于南蛮腹地。此
地的骆越先民也因此而被视为未开化的蛮人。他

们的族源自然不同于中原的华夏先民，根据许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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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虫部》的解释，“南蛮，蛇种。”［８］由此

可见，蛇是南蛮族群的的共同祖先，蛇成为他们共

同的始祖图腾。为何蛇与蛙一样会成为骆越先民

崇拜的对象？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人们所生存的

生态环境。从这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由

于“陆事寡而水事重”，“于是民人披发文身以像

鳞虫”［９］。这说明，骆越先民的栖居空间是以“水

事”为重的水居环境。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人

们的劳作活动大都与水有关，江河之畔的耕作或

江河之中的捕捞活动，都使人置身于水环境当中。

除人之外，蛇（鳞虫）也是生存于江河水域的一种

重要生物，并且它的存在对人身安全构成了潜在

甚或实际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为了化

险为夷，通过图腾崇拜，将蛇由不祥的危险之物转

化为护佑的始祖神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将自身

“拟蛇”化，或“披发文身以像鳞虫”，或“断发文身

以像龙子”，通过身体上的局部特征肖似蛇，不以

“像鳞虫”、“像龙子”为耻，反而奉蛇为祖先。看

似屈尊纡贵的行为，实则出于自我保全的策略，消

解来自自然界的威胁，化生态链上的凶险环节为

安全壁垒。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人类

在生物圈中的文化生态适应的一种典型体现。这

种一厢情愿的企图不一定会产生实际的效果，但

至少在人们的心理层面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这

对于先民而言比什么都要重要。

　　根据考证，广西西江流域的蛇图腾发端于以
大明山为核心的区域。大明山是西江上游的重要

水源地，水系发达。考古发掘资料表明，环大明山

地区是骆越先民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出土的蛇

图腾石雕证明了骆越民族是崇拜蛇的。沿袭至今

的民俗生态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蛇图腾文化的深

远影响。如这一地区的壮族人忌讳捕杀和以蛇为

食，是视之为崇奉对象的；壮族民间的“三月三”

歌圩也源于蛇图腾崇拜，大明山脚下武鸣县马头

镇廖江流域，是广西西江流域历史最为悠久、规模

最为宏大的歌圩之一，每逢节日，祭祀活动的盛况

蔚为壮观。因此，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考古发掘，

还是从经久不衰的民俗活动来考察，骆越先民及

其后裔的蛇图腾文化，都源自这种“水事重”的生

态环境。

　　２．龙母崇拜与“水事”生态
　　西江流域的蛇崇拜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
是由最初的蛇转化为龙，最后上升为对人格神龙

母的崇拜。流传于西江上游骆越古国核心地带的

大明山地区，以及西江中游古苍梧郡的龙母传说

都是由蛇的故事开始的。根据民间传说，大明山

下的一位“娅迈”（壮语，“寡妇”之义）在野外发

现一条快被冻僵的小蛇，遂生爱怜之心，将它带回

家喂养。小蛇逐渐长大，屋里容不下它了，“娅

迈”只好砍断它的尾巴，并给它取名“特掘”（壮

语，“秃尾巴”之义）。“特掘”的身躯越长越大，食

欲也越来越旺盛，“娅迈”已难以养活它，就被送

到河里放养，变为“掘尾”龙。“娅迈”去世时，掘

尾龙突然出现，将她安葬于大明山。此后每年的

三月初三，掘尾龙都会回到大明山为“娅迈”扫

墓。当此之时，天降甘霖，正好滋养了春天耕种的

作物。人们认为这是“娅迈”无私的母爱得到了

掘尾龙的感恩回报，洒下甘霖，滋润着这片它生长

的故土。人们因此而对“娅迈”感恩戴德，尊奉为

龙母，并建龙母庙祭祀，“娅迈”也由此而被拟神

化，成为骆越民族的崇拜对象。至今，环大明山地

区仍留存有不少龙母庙或龙母庙遗迹，它们大都

位于发源于大明山的河流之畔或两河交汇之处。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地理巧合，而是一种必然的文

化现象。因为河畔的土地正是人们最密集的耕作

区域，风调雨顺是作物能否丰收的关键所在，这取

决于龙母的恩泽，所以人们就会在此建庙供奉衣

食之母的龙母。

　　根据多数史料的记载，西江中游的龙母事迹，
最初流传于今广东境内西江流域的悦城境内，龙

母祖庙至今还屹立于西江与悦城河交汇之处。刘

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了龙母故事的原型，“温

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

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框中。不数

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

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见鱼出水跳

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

之龙母，敬而事之。”［１０］这则龙母故事与大明山龙

母故事的相同点就是龙母都是年老的寡妇。这一

地区另一有代表性的龙母传说来自《太平寰宇

记》：“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居常涧中捕鱼

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

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

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

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滢洄媪

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

还。媪见其辉光炳耀，谓曰：‘龙子复来耶？’……

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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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１１］９７９这个故事的掘尾龙

则与大明山的掘尾龙相似。从西江流域的三个龙

母传说来看，大明山龙母故事的龙母和掘尾龙分

别与后两者当中的一个具有相似的对应关系，从

中似乎可以推测，大明山龙母传说可能是后者的

原型，即西江龙母文化可能是顺着江河的流向从

上往下传播的。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环大明山

地区曾是骆越古国的活动中心，以蛇—龙母崇拜

为代表的骆越文化曾盛极一时，而包括今天广西

梧州地区和粤西南西江流域处于骆越古国的势力

范围，骆越文化也必然波及和影响到这些地区。

当然，文化传播的结果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变

异，龙母传说的不同版本就是一个例证。相比较

而言，古苍梧地区龙母图腾文化受水生态影响更

为显著。由于流经这一地区的西江水系更发达、

水域更宽广、水量更大，龙母文化中所蕴含的“水

事”生态因素更为明显。西江中游沿江而下，凡

有江河汇流之处，大都建有龙母庙。居民无论是

以耕作为业，还是以捕鱼为生，无不对龙母虔敬有

加。民间盛行摸龙床、饮圣水等习俗，甚至造船都

模仿“掘尾龙”，谓之“龙掘尾”。在人们心中，龙

母就是一位“利泽天下”的女神。

　　蛇—龙母崇拜之所以成为骆越文化的核心标
识，迄今历久不衰，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源于水，

兴盛于水，延绵不绝于水，“水事”生态奠定了

蛇—龙母崇拜文化枝繁叶茂的根基。

　　（二）蛇—龙母崇拜与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
　　１．蛇—龙母崇拜与骆越族群认同
　　人类社会的构成，实质上就是一个多元统一
的生态系统，从宏观至微观层面，分别由不同民

族、种族、族群与个体所融合共生而成。社会生态

不仅如同自然生态，与地域环境息息相关，而且为

精神层面的文化信仰所左右。相似的自然环境和

文化信仰，在根本上铸就了某一地域的社会生态。

人类社会初期，相似的自然生态往往会催生相似

的神灵崇拜，而共同的神灵崇拜则具有强大的整

合社会生态的功能，从而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各自

拥有自身神灵崇拜的民族、族群和部落。

　　历史上，作为“南蛮”的骆越族群被称为“蛇
种”，蛇是他们共同崇奉的始祖图腾。骆越先民

的属地，上至西江上游的环大明山地区，下至西江

中游的古苍梧地区，蛇—龙母崇拜成为一种普遍

的习俗。不少地方都树有蛇图腾石雕塑像，或建

造龙母庙，平时香火供奉不断，而在特定的节日

里，祭祀活动的宏大规模尤为壮观。长期而共同

的神灵崇拜，代代相传，相沿成习，于无形中成为

形塑社会生态面貌的文化土壤，整合统一族群的

精神纽带，逐渐促成和日益强化人们相互之间的

族群认同感。蛇—龙母崇拜在水神崇拜的基础

上，转化为以“水事”生态为共同地域特征的人们

的共同祖神崇拜。骆越民族就是在蛇—龙母祖神

崇拜的基石上日益壮大的。根据考古发掘和史料

记载，骆越古国的版图就是骆越民族由点到线、由

线到面的一个日益扩展的空间化认同过程。骆越

古国的文化中心坐落于环大明山地区，由此轴心

经由西江轴线向西江流域辐射，逐渐形成一个以

蛇—龙母崇拜为认祖归宗对象的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的骆越王国。而另一方面，从文化心理积淀

的角度来说，一旦骆越民族及其后裔作为一个共

同体存在，为了强化族群认同，就会有意识地建构

一个全体成员认同的文化符号，并通过各种形式

进行巩固和延续，于是就有了历久不衰的建造庙

宇、祭祀神灵、举办节庆等各种活动，而这正是

蛇—龙母崇拜绵延不绝的社会生态根源。

　　２．龙母崇拜与华夏族群认同
　　龙母崇拜不仅在骆越民族的族群认同上发挥
着强大的凝聚作用，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起到沟通

岭南骆越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桥梁作用。在文

化交流的基础上，骆越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日益

认同，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多民族融

合的格局。

　　在骆越民族与华夏民族日趋认同的过程中，
中原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依靠的不仅是武力征服，

而且巧妙地利用了文化的怀柔感化手段。这种恩

威并重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

民族的认同与融合。历史上，最早用武力征服岭

南的秦始皇，同时也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实施文化

怀柔策略的最高统治者。鉴于龙母崇拜在岭南地

区的深远影响，秦始皇采取了顺应民意的做法，给

予龙母最高的尊崇和礼遇，以促进民族的认同感，

这一举措成为扩大和巩固龙母崇拜的社会生态根

源。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秦始皇闻之，

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之礼聘

媪。”［１１］９７９秦始皇将母慈子孝的龙母事迹，归功于

自己的德政，并对龙母礼遇有加，从而在自己的统

治合法性与龙母崇拜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其结

果是一方面巩固了秦朝对岭南的统治，另一方面

促进了骆越民族与华夏民族的认同和融合。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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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凿灵渠以联结纵贯岭南岭北的水路，秦始

皇统一了中国，通过将龙母“利泽天下”的水神形

象塑造为“天下归心”的慈母形象，秦始皇促进了

民族的统合。此后的历代统治者沿袭了秦始皇的

这一举措，使原本源远流长的龙母崇拜由于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褒扬而更为根深蒂固，族群认同和

融合的社会生态进一步提升了龙母的地位和

影响。

　　在蛇—龙母崇拜与族群认同、融合的相互关
系中，一方面，根源于自然生态的水神崇拜促进了

具有共同信仰的族群的认同与融合；另一方面，日

趋定型和巩固的族群共同体在文化惯性的驱动

下，又世代承袭和强化了对文化传统的体认，而这

正是蛇—龙母崇拜文化经久不衰的最为重要的社

会生态根源。

结　语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以形象的方式见
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

联。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从根本上

决定了人们依存于水的生存方式以及社会形态，

并孕育了人们最初的精神产品———水神崇拜文化

及其表现形式。由此可以推知，不同神灵崇拜文

化的形成，并非随机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扎根于

特定生态环境之中历久弥坚的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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